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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变革对员工工作沉浸体验的影响机理研究

林 忠 1，2，刘亦飞 2

（1. 伊犁师范大学 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新疆  伊宁  835000；
2. 东北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

摘 要：组织变革是企业适应新环境和重新建立市场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组织变革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人，因而

员工工作沉浸体验对组织变革至关重要。本文通过对 367位企业员工进行问卷调查，基于悖论理论、工作需求—

控制模型和沉浸体验模型，检验组织变革对员工工作沉浸体验的影响、工作需求与工作控制匹配在两者关系中的

中介效应，以及心理资本在两者关系中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显示，组织变革对员工工作沉浸体验具有正向影

响，工作需求与工作控制匹配在组织变革对员工工作沉浸体验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心理资本在组织变革对员

工工作沉浸体验的影响中发挥调节效应。本文不仅丰富了组织变革和员工工作沉浸体验方面的研究，而且为企业

顺利推进组织变革提供了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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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移动互联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企

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无边界企业和虚拟企业等新型组织形态不断出现，数字经济、互

联网经济、“粉丝经济”等新商业模式愈发被重视，这使得已有实体企业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

为了获得更大的市场竞争优势和实现持续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寻求组织变革。但是，在管

理实践中，组织既期望通过授权让变革参与者推动变革成功，又想要通过控制来约束变革参与者

的行动。然而，授权与控制这两种权力管理模式之间的矛盾，不仅存在于组织与管理者之间，也

存在于管理者与员工之间，而且这对矛盾日益凸显［1-2］。关于如何在组织变革中解决授权与控制

这对矛盾关系，学术界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研究结论。以权变理论为基础的研究认为，授权与控制

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只能采用“二选一”模式。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权变理论存在

将授权与控制之间关系简单化的问题。具体而言：一方面，过度强调授权，可能导致组织变革因

秩序混乱而失败［3］。另一方面，过度强调控制的集权式管理，又可能导致组织失去应对外部环

境变化的动态能力，进而引发组织变革中的功能失调［4-5］。与权变理论观点不同，以悖论理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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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的研究认为，授权与控制之间具有相互矛盾又相互依赖的悖论关系，无论是强调授权还是侧

重控制都不利于组织变革的成功，因而应注重二者之间的均衡。同时，现有研究还从团队［6］、
组织［7］和不同组织之间［8］三个角度探讨了授权与控制的关系，均强调应注重授权与控制之间的

平衡和协同。综上所述，组织中的成员能否顺利解决授权与控制之间的矛盾，是组织变革能否成

功的关键。

基于员工个人视角，组织视角下的授权可以理解为赋予员工在工作中可使用的资源、技能和

权力，组织视角下的控制可以理解为对员工提出的工作要求和任务挑战。这一对构念分别与工作

需求—控制（Job Demand‑Control，JDC）模型中的工作需求和工作控制维度相对应，与沉浸体验

（Flow Experience，FE）模型中的技能和挑战维度相吻合。根据工作需求—控制模型，当工作需

求水平与工作控制水平处于均衡状态时，员工能够以积极的心态应对工作压力。沉浸体验模型则

进一步认为，高水平挑战与高水平技能的组合能够带来员工工作沉浸体验。员工工作沉浸体验描

述的是员工全身心投入并专注于工作的状态，对组织变革至关重要。但是，近年来学者们关于组

织变革的积极影响效应，尤其是对员工个人积极影响效应的研究相对缺乏［9］，也鲜有探讨组织

变革对员工工作沉浸体验作用机理的研究。

那么，组织变革能否促进员工工作沉浸体验，其具体作用机理是什么？组织变革与员工工作

沉浸体验的关系是否受到个体特征的影响？本文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

如下：第一，本文实证检验了组织变革对员工工作沉浸体验的影响，既拓展了组织变革的研究视

角，也丰富了组织变革积极影响效应方面的文献。第二，本文以悖论理论、工作需求—控制模型

和沉浸体验模型为基础构建了组织变革对员工工作沉浸体验影响的研究框架，实证检验了工作需

求与工作控制匹配在组织变革对员工工作沉浸体验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以及心理资本在组织

变革对员工工作沉浸体验的影响中发挥调节效应。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组织变革对员工工作沉浸体验的直接影响

组织变革理论源于组织发展领域，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通常指组织作出的一些策略性

调整，包括对组织知识进行重构和解释、对工作信息进行再处理和引导等，这些调整的目的是使

员工个人行为得到优化［10］。组织变革理论具体包括变革对现有实践的影响、变革过程中的强度

和重要性、变革的意义、变革的显著性、个人控制 5个维度。与组织变革相关的研究，大多聚焦

其消极影响，如组织变革可能会给员工带来工作压力、损害身心健康和上班缺勤等负面影

响［11-12］，很少关注组织变革的积极影响［9］。
近年来，随着组织变革实践愈发增多，加之积极心理学和积极组织行为学等逐渐兴起，学者

们对组织变革的研究焦点从如何预防组织变革的消极影响转向如何促进组织变革的积极影响。例

如，余薇等［13］与董甜甜等［14］基于组织视角，探讨了组织变革对组织绩效的正向影响，以及对

创新惰性的负向抑制作用。Lepine等［15］基于员工个体视角研究发现，组织变革通常能够带来挑

战性工作要求，这会促进员工以积极的心态应对工作压力。员工工作沉浸体验描述的是企业员工

在具有同等水平技能与挑战时，能够完全投入到工作任务中的一种愉悦状态，此时员工会出现无

意识感或忘我精神，并且会驱使员工不惜代价再次寻求这种体验状态。从概念界定可以看出，员

工工作沉浸体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以积极的心态应对工作压力的结果变量，这与 Larson［16］

的研究结论一致。员工工作沉浸体验主要由高积极性活动激发，更多地发生在工作场合中而不是

发生在休闲娱乐等其他非工作场合中［17］。组织变革能够给组织带来新的活力，从而促进组织在

市场中获得更多竞争优势，这会激发员工参与此类高积极性活动的热情。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

出如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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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组织变革对员工工作沉浸体验具有正向影响。

（二）工作需求与工作控制匹配的中介效应

无论是关于获得竞争优势和满足利益相关者诉求的战略性组织变革，还是关于工作方式方法

和内部流程等内容微调整的组织变革，都会对员工所处的工作环境产生影响。事实上，员工也正

是通过与自身最为相关的工作环境因素的变化来感知组织变革。基于组织视角，可以用授权和控

制两个维度来描述组织内部环境的变化。基于员工视角，可以用工作需求和工作控制两个维度来

描述员工所处的工作环境因素。值得注意的是，组织视角的授权对应员工视角的工作控制，即员

工掌握的技能；组织视角的控制则对应员工视角的工作需求，即员工面临的挑战。之前学者们基

于消极视角探讨组织变革问题时已经发现，组织变革能够带来员工工作需求和工作控制的变化，

并且基于工作需求—控制模型探讨组织变革与员工工作压力之间的关系。Tvedt等［18］研究发现，

组织变革通过工作需求水平变化对员工产生压力。

当企业战略和工作流程不再适应新的商业环境时，组织变革能够改善工作需求与工作控制匹

配情况，这与组织变革实质上是改变授权与控制这一对矛盾要素关系，以重塑组织系统的结论一

致［1］。在工作压力研究领域，工作需求—控制模型和沉浸体验模型是两个主流模型［19］。具体而

言，工作需求—控制模型中的两个关键变量是工作需求和工作控制，不同水平的工作需求与工作

控制组合对应着不同的压力结果。其中，高水平工作需求与工作控制组合能够促进员工以积极的

心态应对工作压力。沉浸体验模型中的两个关键变量是挑战和技能，不同水平的挑战与技能组合

能够给个体带来不同的体验。其中，高水平挑战与技能组合能够促进个体产生沉浸体验的感受。

从变量内涵设定可以看出，若将工作需求—控制模型和沉浸体验模型同时置于工作环境中，两个

模型的关键变量存在对应关系，即工作需求—控制模型的工作需求变量对应沉浸体验模型的挑战

变量，工作需求—控制模型的工作控制变量对应沉浸体验模型的技能变量［19］。
员工工作沉浸体验被认为是一种高技能性、高挑战性状态。处于这种状态下的员工是充满能

量的，他们乐于挑战对技能要求高的工作任务［20］，而且面临的工作任务越多，他们越会持续思

考如何解决这些问题［21］。当员工认为工作任务和挑战是与个人成长相关的工作机会并愿意为之

而努力，同时又被给予完成这些工作任务的必要资源，那么员工工作沉浸体验就能够被激发。换

言之，技能与挑战的平衡是员工产生工作沉浸体验的必要条件［22］，这与进入沉浸体验状态的一

个重要前提是挑战与技能的平衡这一研究结论一致［23］。
综上所述，员工工作沉浸体验倾向于发生在员工沉浸于某项既具有挑战性，又通过自身所掌

握资源、技能等足以胜任的工作活动中。因此，工作需求与工作控制匹配能够促进员工工作沉浸

体验的发生，这与工作压力理论模型的研究结论一致［19］。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工作需求与工作控制匹配在组织变革对员工工作沉浸体验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

（三）心理资本的调节效应

根据认知交互理论，个体在工作中面临的消极压力和积极压力，都是环境刺激与个体反应共

同作用的结果。个体对环境刺激的认知评价积极与否，是决定产生消极压力还是积极压力的关

键。根据压力交互理论，不同个体在面临同一工作任务或挑战时，因个人心理认知的不同（例

如，对这些工作任务是否具有伤害性的认知，个人是否能够正确应对这些工作任务的认知等），

会产生不同的压力结果。事实上，无论是何种类型的组织变革，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对员工所处的

工作环境产生影响，对员工而言，这无形中是一种环境刺激。那么，具有不同心理认知特征的员

工对组织变革这种环境刺激的反应也是不同的，而这也是决定组织变革发挥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

用的关键［24］。因此，组织变革产生积极作用的核心问题不是战略、结构、文化或体制，而是如

何帮助员工对组织变革形成积极的认知。

工作压力分为阻碍性工作压力和挑战性工作压力两类。其中，阻碍性工作压力包括角色冲

121



林忠，刘亦飞 . 组织变革对员工工作沉浸体验的影响机理研究

突、角色模糊和组织政治等，挑战性工作压力包括工作自由度、时间要求和工作职责等。阻碍性

工作压力对员工目标实现和个人成长均具有阻碍作用，挑战性工作压力则被视为促进员工个人成

长的积极动力［25］。然而，不同心理状态的员工，对同一工作压力的感知和理解也是不同的。作

为积极心理学重要构念之一的心理资本，描述的是个体所具备的整体积极心理要素、特征和能

力，包括自我效能、希望、乐观和韧性 4个维度。其中，自我效能维度是指个体能够通过激发必

要动机、调动认知资源和采取有效行动来实现某个工作目标的信心［26］。希望维度是指以成功动

力和成功路径为基础所产生的强烈感觉，即个体处于一种积极的状态［27］。乐观维度是指个体对

未来可能发生事情的美好期待，具有乐观特质的个体倾向于将积极事件归结为永久的、普遍的、

内部的各类原因，而将消极事件归结为暂时的、特殊的、外部的各类原因，均是一种归因方

式［28］。韧性维度是指个体从冲突、逆境和挫败中，或者是从积极事件、优异成绩和责任增量中

迅速恢复过来的可持续发展能力［29］。因此，心理资本是个集合性概念，而且心理资本具有提高

员工工作满意度、降低离职率、提升幸福感、践行组织承诺和激发组织公民行为等积极作用［30］。
心理资本对员工以积极的心态应对工作压力也具有促进作用，而员工工作沉浸体验是员工以积极

的心态应对工作压力的结果变量［31］。进一步地，员工工作沉浸体验能否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受

员工本身特质或个体特征的影响，而心理资本正是描述员工积极心理特质的重要构念之一［32］。
Yao等［33］研究发现，心理资本的自我效能维度能够促进沉浸体验的发生。综上所述，具有不同

水平心理资本特征的员工对待组织变革的态度是不同的，对员工工作沉浸体验的影响也将存在差

异，这与心理资本能够对组织变革产生重要影响的研究结论一致［34］。这意味着心理资本能够对

组织变革与员工工作沉浸体验的关系产生影响。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心理资本在组织变革对员工工作沉浸体验的影响中发挥调节效应。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为了确保研究的代表性、有效性和严谨性，研究团队向北京、上海、大连、沈阳、重庆和广

州等地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员工发放问卷，涉及地产、制造、教育和金融等行业，

其中，包括中国对外贸易运输总公司、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和中国建设银行等大型国有企业集团。

问卷分两个批次完成，第一次发放问卷 235份，收回问卷 202份，回收率为 85. 957%，其中，有

效问卷 177 份，有效问卷率为 75. 319%；第二次发放问卷 225 份，收回问卷 201 份，回收率为

89. 333%，其中，有效问卷 190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84. 444%。本文全部样本数据为两次收集

的有效样本之和，共计367份。

本文 367份有效数据的基本特征如下：在员工性别方面，男性员工 198名，占比 53. 951%，

女性员工 169名，占比 46. 049%。在员工年龄构成方面，25岁及以下员工 40人，占比 10. 899%，

26—30 岁员工 104 人，占比 28. 338%；31—35 岁员工 81 人，占比 22. 071%；36—40 岁员工 68
人，占比 18. 529%；41—45 岁员工 42 人，占比 11. 444%；46—50 岁员工 21 人，占比 5. 722%；

50 岁以上员工 11 人，占比 2. 997%。在员工受教育程度方面，本科以下学历员工 130 人，占比

35. 422%；本科学历员工 208人，占比 56. 676%；硕士研究生学历员工 27人，占比 7. 357%；博

士研究生学历员工 2人，占比 0. 545%。在员工工作年限方面，5年及以下工作年限员工 106人，

占比 28. 883%；6—10年工作年限员工 96人，占比 26. 158%；11—15年工作年限员工 48人，占

比 13. 079%；16—20年工作年限员工 55人，占比 14. 986%；21—25年工作年限员工 38人，占比

10. 354%；26—30 年工作年限员工 14 人，占比 3. 815%；30 年以上工作年限员工 10 人，占比

2. 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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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工具

本文所有问卷均采用学术界普遍认同的成熟量表，其中，组织变革量表包括5个维度17个题

项，典型题项为“这次变革对我所在企业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等；工作需求量表包括 7个

题项，典型题项为“我的工作要求我工作迅速”等；工作控制量表包括 2个维度 8个题项，典型

题项为“我的工作需要很高的技术”等；心理资本量表包括4个维度24个题项，典型题项为“我

相信自己能分析长远的问题”等；员工工作沉浸体验量表包括 5个维度 20个题项，典型题项为

“在工作时，我的注意力完全在自己的任务上，而不去关注他人”等。所有量表都采用李克特 5
级量表对相关变量进行测量，其中，1代表非常不同意，2代表较不同意，3代表中等同意，4代

表很同意，5代表非常同意。本文分别应用 SPSS27. 0和AMOS28. 0软件对上述量表的信度和效度

进行检验，信度检验结果显示，上述 5个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均大于一般可接受水平 0. 700。
在进行效度检验时，本文选取 χ2/df值、GFI值、NFI值、RFI值、CFI值和RMSEA值作为关键检

验指标，基于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对部分题项之间的关联性进行修订。上述效度检验结果显

示，所有关键检验指标均在可接受水平，其中，χ2/df值小于可接受水平 5，GFI值、NFI值、CFI
值和RFI值均大于可接受水平 0. 900，RMSEA值小于可接受水平 0. 080。因此，本文相关量表均

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四、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组织变革对员工工作沉浸体验直接影响的结构方程分析结果

⒈模型拟合分析

本文构建了由变革对现有实践的影响、变革过程中的强度和重要性、变革的意义、变革的显

著性、个人控制等 5个维度构成的组织变革，对由自觉体验、清楚的目标、挑战技能平衡、行动

意识融洽、失去自我意识等 5个维度构成的员工工作沉浸体验直接影响的全模型，全模型拟合结

果如表 1 所示。从表 1 可以看出，各拟合指标结果如下：χ2/df 值为 2. 936，小于可接受水平 5；
GFI 值为 0. 913，NFI 值为 0. 907，RFI 值为 0. 949，CFI 值为 0. 983，均大于可接受水平 0. 900；
RMSEA值为 0. 057，小于可接受水平 0. 080。这意味着各拟合指标值均在可接受水平，全模型拟

合效果较为理想。因此，组织变革对员工工作沉浸体验的直接影响效应模型成立。

⒉路径系数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究组织变革对员工工作沉浸体验的具体影响，本文对两个变量之间的不同维度

关系进行了路径分析，结果如表 2所示。从表 2可以看出，在由组织变革 5个维度对员工工作沉

浸体验 5个维度的直接影响效应构成的“变革对现有实践的影响→自觉体验”“变革对现有实践

的影响→清楚的目标”等25条关系路径中，有10条路径显著为正。

具体而言：一是变革对现有实践的影响对自觉体验直接影响效应的路径系数为 0. 159，P值

为 0. 046，在 0. 050水平上显著。二是变革对现有实践的影响对行动意识融合直接影响效应的路

径系数为 0. 158，P值为 0. 042，在 0. 050水平上显著。三是变革过程中的强度和重要性对清楚的

目标的直接影响效应的路径系数为 0. 854，P值为 0. 000，在 0. 001水平上显著。四是变革过程中

的强度和重要性对挑战技能平衡直接影响效应的路径系数为 0. 819，P值为 0. 000，在 0. 001水平

上显著。五是变革过程中的强度和重要性对失去自我意识直接影响效应的路径系数为 0. 807，P
值为 0. 000，在 0. 001 水平上显著。六是变革的意义对清楚的目标直接影响效应的路径系数为

表1　组织变革对员工工作沉浸体验直接影响效应的拟合指标

指 标

拟合值

χ2/df
2. 936

P
0. 000

GFI
0. 913

NFI
0. 907

RFI
0. 949

CFI
0. 938

RMSEA
0.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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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80，P值为 0. 044，在 0. 050水平上显著。七是变革的意义对失去自我意识的直接影响效应的

路径系数为 0. 174，P值为 0. 048，在 0. 050水平上显著。八是个人控制对清楚的目标的直接影响

效应的路径系数为 0. 724，P值为 0. 000，在 0. 001水平上显著。九是个人控制对挑战技能平衡的

直接影响效应的路径系数为 0. 734，P值为 0. 000，在 0. 001水平上显著。十是个人控制对失去自

我意识的直接影响效应的路径系数为 0. 681，P值为 0. 000，在 0. 001水平上显著。综上所述，H1
部分得到验证。

（二）工作需求与工作控制匹配发挥中介效应的结构方程分析结果

⒈模型拟合分析

本文构建了工作需求与工作控制匹配在组织变革对员工工作沉浸体验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

的全模型，模型拟合结果如表 3所示。从表 3可以看出，各拟合指标结果如下：χ2/df值为 2. 736，
小于可接受水平 5；GFI值为 0. 934，NFI值为 0. 933，RFI值为 0. 915，CFI值为 0. 948，均大于可

接受水平 0. 900；RMSEA 值为 0. 052，小于可接受水平 0. 080，各拟合指标值均在可接受水平，

全模型拟合效果较为理想。因此，工作需求与工作控制匹配在组织变革与员工工作沉浸体验之间

的中介效应模型成立。

表2　组织变革对员工工作沉浸体验直接影响效应的路径系数分析结果

变量间关系

变革对现有实践的影响→自觉体验

变革对现有实践的影响→清楚的目标

变革对现有实践的影响→挑战技能平衡

变革对现有实践的影响→行动意识融洽

变革对现有实践的影响→失去自我意识

变革过程中的强度和重要性→自觉体验

变革过程中的强度和重要性→清楚的目标

变革过程中的强度和重要性→挑战技能平衡

变革过程中的强度和重要性→行动意识融洽

变革过程中的强度和重要性→失去自我意识

变革的意义→自觉体验

变革的意义→清楚的目标

变革的意义→挑战技能平衡

变革的意义→行动意识融洽

变革的意义→失去自我意识

变革的显著性→自觉体验

变革的显著性→清楚的目标

变革的显著性→挑战技能平衡

变革的显著性→行动意识融洽

变革的显著性→失去自我意识

个人控制→自觉体验

个人控制→清楚的目标

个人控制→挑战技能平衡

个人控制→行动意识融洽

个人控制→失去自我意识

路径系数

0. 159
0. 069
0. 106
0. 158
0. 094

-0. 063
0. 854
0. 819

-0. 014
0. 807
0. 157
0. 180
0. 084
0. 161
0. 174
0. 151
0. 125
0. 201
0. 182
0. 099

-0. 034
0. 724
0. 734

-0. 007
0. 681

标准误

0. 079
0. 078
0. 082
0. 075
0. 078
0. 157
0. 176
0. 182
0. 150
0. 173
0. 086
0. 089
0. 090
0. 082
0. 088
0. 100
0. 100
0. 110
0. 099
0. 098
0. 161
0. 178
0. 184
0. 153
0. 175

CR值

2. 014
0. 887
1. 294
2. 101
1. 207

-0. 398
4. 856
4. 511

-0. 095
4. 672
1. 826
2. 017
0. 927
1. 957
1. 979
1. 517
1. 245
1. 828
1. 842
1. 020

-0. 212
4. 066
3. 987

-0. 043
3. 894

P值

0. 046*

0. 375
0. 196
0. 042*

0. 227
0. 691
0. 000***

0. 000***

0. 924
0. 000***

0. 068
0. 044*

0. 354
0. 050
0. 048*

0. 129
0. 213
0. 068
0. 065
0. 308
0. 832
0. 000***

0. 000***

0. 966
0. 000***

注：***表示P<0.001，**表示P<0.010，*表示P<0.050，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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⒉路径系数分析

本文采用如下方法检验中介效应：一是验证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二是验证自变量对中介

变量的影响。三是验证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四是当引入中介变量后，验证自变量对因变量

的影响消失还是减小。若前三步的路径系数都显著为正，并且引入中介变量后，自变量对因变量

的影响不显著，则为完全中介效应。若前三步的路径系数都显著为正，并且引入中介变量后，自

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仍然显著为正，但影响减小，则为部分中介效应。

本文在上述 10条显著的关系路径中进一步引入工作需求与工作控制匹配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结果如表 4所示。从表 4可以看出，工作需求与工作控制匹配在组织变革部分维度与员工工作沉

浸体验部分维度之间具有完全中介效应，其在变革对现有实践的影响与自觉体验之间、变革对现

有实践的影响与行动意识融合之间、变革过程中的强度和重要性与清楚的目标之间、变革过程中

的强度和重要性与挑战技能平衡之间、变革过程中的强度和重要性与失去自我意识之间、变革的

意义与清楚的目标之间、变革的意义与失去自我意识之间具有完全中介效应。综上所述，H2部

分得到验证。

（三）心理资本发挥调节效应的回归分析结果

本文采用多层次回归分析方法进行调节效应检验，具体包括如下步骤：第一步，做控制量对

因变量的回归。第二步，做自变量、控制变量对因变量的回归。第三步，做自变量、调节变量、

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控制变量对因变量的回归，若自变量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自变量与

调节变量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则具有调节效应。

表3　工作需求与工作控制匹配发挥中介效应的拟合指标

指 标

拟合值

χ2/df
2. 736

P
0. 000

GFI
0. 934

NFI
0. 933

RFI
0. 915

CFI
0. 948

RMSEA
0. 052

表4　工作需求与工作控制匹配发挥中介效应的路径系数分析结果

变量间关系

变革对现有实践的影响→自觉体验

变革对现有实践的影响→行动意识融洽

变革过程中的强度和重要性→清楚的目标

变革过程中的强度和重要性→挑战技能平衡

变革过程中的强度和重要性→失去自我意识

变革的意义→清楚的目标

变革的意义→失去自我意识

个人控制→清楚的目标

个人控制→挑战技能平衡

个人控制→失去自我意识

变革对现有实践的影响→工作需求与工作控制匹配

变革过程中的强度和重要性→工作需求与工作控制匹配

变革的意义→工作需求与工作控制匹配

个人控制→工作需求与工作控制匹配

工作需求与工作控制匹配→自觉体验

工作需求与工作控制匹配→行动意识融洽

工作需求与工作控制匹配→清楚的目标

工作需求与工作控制匹配→挑战技能平衡

工作需求与工作控制匹配→失去自我意识

路径系数

0. 080
0. 120
0. 178
0. 137
0. 029
0. 119
0. 195
0. 178
0. 252
0. 040
0. 173
0. 251
0. 233
0. 084
0. 798
0. 740
0. 702
0. 688
0. 456

标准误

0. 059
0. 077
0. 105
0. 103
0. 111
0. 350
0. 369
0. 115
0. 112
0. 120
0. 053
0. 072
0. 114
0. 100
0. 123
0. 124
0. 120
0. 144
0. 125

CR值

1. 362
1. 561
1. 691
1. 329
0. 262
0. 341
0. 529
1. 537
2. 254
0. 333
3. 261
2. 977
2. 048
0. 843
6. 498
5. 945
5. 828
4. 765
3. 622

P
0. 173
0. 119
0. 091
0. 184
0. 793
0. 733
0. 597
0. 124
0. 024*

0. 739
0. 001**

0. 003**

0. 041*

0. 399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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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取员工性别、员工年龄、员工受教育程度、员工工作年限和企业性质为控制变量，构

建了控制变量对员工工作沉浸体验影响的模型，回归结果如表5模型1所示。从表5模型1的回归

结果可以看出，控制变量对员工工作沉浸体验的影响均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员工工作沉浸体

验更多强调的是员工心理的主观感受，是员工工作时所面对的环境、所拥有的技能和需要完成的

工作挑战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模型 1的基础上引入自变量组织变革，形成模型 2，回归结

果如表 5模型 2所示。从表 5模型 2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组织变革的回归系数为 0. 469，P值为

0. 000。因此，组织变革对员工工作沉浸体验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心理资本包括自我效能、希望、

韧性和乐观 4个维度，本文分别探讨这 4个维度的调节效应，结果如表 5所示。从表 5模型 3—模

型 6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组织变革与自我效能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 0. 464，P值为 0. 006；组

织变革与希望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0. 508，P值为0. 003；组织变革与韧性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

为 0. 302，但不显著；组织变革与乐观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 0. 608，P值为 0. 001。因此，心理

资本中的自我效能、希望和乐观3个维度在组织变革与员工工作沉浸体验之间具有显著的调节效

应。综上所述，H3部分得到验证。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对 367位企业员工进行问卷调查，基于悖论理论、工作需求—控制模型和沉浸体验

模型，检验了组织变革对员工工作沉浸体验的影响，工作需求与工作控制匹配在两者关系中的中

表5　调节效应回归分析结果

变 量

组织变革

自我效能

组织变革×自我效能

希 望

组织变革×希望

韧 性

组织变革×韧性

乐 观

组织变革×乐观

员工性别

员工年龄

员工受教育程度

员工工作年限

企业性质

模型1

0. 009
（0. 865）

0. 078
（0. 504）

0. 006
（0. 910）

-0. 140
（0. 906）

0. 021
（0. 694）

模型2
0. 469***

（0. 000）

0. 008
（0. 955）

0. 061
（0. 994）

0. 005
（0. 996）

-0. 098
（0. 304）

0. 019
（0. 749）

模型3
0. 128**

（0. 007）
0. 293**

（0. 010）
0. 464**

（0. 006）

0. 005
（0. 925）

0. 083
（0. 449）

0. 013
（0. 829）

-0. 142
（0. 926）

0. 057
（0. 274）

模型4
0. 116**

（0. 008）

0. 269*
（0. 018）

0. 508**
（0. 003）

0. 001
（0. 987）

0. 058
（0. 998）

0. 017
（0. 807）

-0. 269
（0. 140）

0. 009
（0. 617）

模型5
0. 305***

（0. 000）

0. 426***
（0. 000）

0. 302
（0. 064）

0. 002
（0. 972）

0. 087
（0. 274）

0. 015
（0. 729）

-0. 342
（0. 129）

0. 029
（0. 507）

模型6
0. 109***

（0. 000）

0. 151
（0. 195）

0. 608**
（0. 001）

0. 034
（0. 346）

0. 082
（0. 305）

0. 014
（0. 681）

-0. 145
（0. 982）

0. 001
（0. 732）

注：括号内为P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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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效应，以及心理资本在两者关系中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显示，组织变革对员工工作沉浸体验

具有正向影响，工作需求与工作控制匹配在组织变革对员工工作沉浸体验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效

应，心理资本在组织变革对员工工作沉浸体验的影响中发挥调节效应。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得出如下启示：第一，企业应主动进行组织变革，在不确定性条件

下持续探索新的管理体系。在管理实践中，管理者们对于应通过组织变革进行转型升级这一理念

已达成共识［35］。海尔的人单合一模式、华为的“铁三角”模式和阿里巴巴等互联网企业的“点

线面体”模式都阐释了组织变革给企业带来的益处。第二，组织变革是实现企业创新的重要途

径，变革过程中应关注员工工作需求与工作控制是否匹配。第三，心理资本是能将员工潜力转化

为现实能力的重要工具［36］，可以通过培训和开发提升员工的心理资本水平［37］，以促进组织变革

过程中员工工作沉浸体验的发生。

本文的研究还存在如下局限：第一，数据测量方法的局限性。本文未能对组织变革和员工工

作沉浸体验两个变量进行追踪测量，也未能基于较长时间跨度的数据进行连续性的研究，这将是

未来的研究方向之一。第二，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本文主要基于问卷调查，采用 SPSS和 AMOS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后续可以采用 Stata等其他统计软件进行实证研究，或者采用扎根理论和案

例研究等方法进行质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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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of the Impact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 on Employees’ 
Work Flow Experience

LIN Zhong1，2, LIU Yi-fei2

(1. School of Tourism History and Culture, Yili Normal University, Yining 835000, China;
2.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China)

Summary：Organizational change is the necessary way for enterprises to adapt to the new environment and re‑establish 
market competitive advantages. The success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 lies in people, and employees’ work flow experience 
describes the state in which employees are fully engaged and focused on their work， therefore employees’ work flow 
experience is undoubtedly crucial for organizational change. Whether organizational change promotes employees’ work flow 
experience? What is the specific mechanism? Wheth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ganizational change and employees’ 
work flow experience is influenced by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There are no clear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research framework for the impact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 on employees’ work 
flow experience based on the paradox theory, job demand and job control model, as well as the flow experience model, and 
proposes research hypotheses. All questionnaires in this paper are mature scales which have been widely recognized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nd the Likert 5‑point scale is used to measure relevant variables. After testing, all scales have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his paper conduct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367 enterprise employees and applies AMOS and 
SPSS statistical softwares for structural equation analysis and multilevel regression analysis, with the matching of job 
demand and job control as the mediating variable and psychological capital as the moderating variabl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pact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 on employees’ work flow experience.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organizational 
change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employees’ work flow experience, with matching of job demand and job control playing a 
mediating role, and psychological capital playing a moderating role.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ly, this paper empirically tests the impact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 on employees’ work flow experience, which not only expand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 but also enriches research literature on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 Secondl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research framework on the impact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 on employees’ work flow experience based on 
the paradox theory, demand control model, and flow experience model. It empirically test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the 
matching of job demand and job control on the impact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 on employees’ work flow experience, as well 
a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on the impact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 on employees’ work flow experience.

This paper enriches research on organizational change and work flow experience, providing empirical evidence for 
enterprises to smoothly promote organizational change.
Key words：organizational change； employees’ work flow experience； matching of job demand and job control； psychological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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